《文汇报》创办人严宝礼

钟凤  存真

严宝礼，字问聃，号保厘，江苏省吴江县人。一八○○年一月二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二）生于吴江县同里镇三元桥。因四叔严公辅（字佐治，在江海关任文书）无子，乃出嗣，到上海读书。十六岁时进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肄业。一九二○年辍学，经嗣姊蔼徵介绍，进沪宁、沪杭甬铁路局（一称“两路局”）总稽核室工作，局长为同乡姻亲任传榜（字筱珊），严宝礼在业务实践中，以运算敏捷精确著称，而且经常出外查帐，接触较广。两路局有同仁会（职工俱乐部性质）组织，严被推为负责人之一，就职工福利、体育锻炼、储蓄、保险方面诸多规划。

三十年代初期，严公曾创设集美广告社（后扩充为交通广告公司），承办路牌广告，在上海市区及铁路沿线遍树广告，业务日益发达，同时严的交游更扩大到工商界和新闻界人士。（“八·一三”战争爆发不久，铁路交通瘫痪，两路局人员大部被遣散，严亦在被遣散之列。同时，战火波及，其路牌的基建投资亦成泡影，而交通阻塞，市面不景气，市区路牌广告业务亦遭停顿。严经济大受影响。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国军西撤，上海沦为“孤岛”，何去何从，煞费周章。其时，日军虽未进驻租界，但向租界当局施加政治压力，宣布对租界内出版的中文报纸实施新闻检查。有影响的《申报》和《大公报》（上海版）都自动停刊，坚决拒绝侵略者对新闻界的箝制。《新闻报》、《时报》、《大晚报》继续出版，愿意委曲求全接受日方检查；可是报社中有正义感的郭步陶、余空成、邵宗汉、周木斋等人毅然退出，维护了新闻工作者的节操。至于受读者欢迎的《救亡日报》和《立报》，则先期停刊了。中华民族正在浴血抗战，“孤岛”人民却难以听到抗战的真实消息，出路何在？洋商的华文报纸可以拥有不接受日方检查的权利。——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商《大美晚报》社长兼发行人史蒂一则责任声明启事中透露了这一信息。

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严宝礼懂得“孤岛”人民不愿耳目闭塞，亟需时刻听到抗日救亡的声音，就邀请好友沈彬翰（佛学书店经理）、胡雄飞（《社会日报》经理）、徐耻痕（《新闻报》编辑）等筹划创刊一份洋商报，定名为《文汇报》（THE STANDARD），挂的是英商招牌，英国人克明（H·M·Cumine）挂名担任发行人总主笔。《文汇报》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创刊。实际主持人是总经理严宝礼。

创业维艰。《文汇报》创刊伊始，仅集资一万元，资金不足，且一无房屋，二无机器设备，通过介绍取得了《大公报》原上海经理李子宽的赞助，租用了福州路和爱多亚路两幢房屋作为经理部和编辑部、工厂部之用，一应设备俱全，原来《大公报》停刊后需要维持费，现在却由《文汇报》承担了。而《文汇报》借得了东风，省却一笔开办费的巨额投资。可谓各得其所。应时而生的《文汇报》，以其鲜明的爱国抗日的立场，报道抗日战场上的战斗真相，宣传正义的抗日战争必胜的前途，揭露敌伪罪行和投降派的阴谋诡计，而博得读者的信任和爱戴。在“孤岛”办抗日报纸，要甘冒巨大的风险的。《文汇报》创刊不久，一方面深受读者的欢迎，另一方面则被敌伪所仇视。二月十日，敌伪派特务向福州路《文汇报》社投掷手榴弹，营业员陈桐轩当时被炸身亡，广告员箫岫卿、毕志奋亦受伤。手榴弹改变不了办报的宗旨，严宝礼和职工们众志成城，在福州路和爱多亚路报社装上了铁丝网、铁门等设备，雇佣租界巡捕站岗守卫，全报社人员提高警惕，许多职工经常留宿在馆内，减少外出，日以继夜地奋斗。嗣后，敌伪又不断投送恐吓信，送来死人手臂、毒汁水果，还发生炸机器房事件，尽管威胁恫吓连续出现，可是《文汇报》人不为所动，始终保持其爱国抗日救亡的战斗本色。

知人善任，是严宝礼办好《文汇报》的一个重要因素。严初延、胡惠生为编辑主任，储玉坤为编辑兼主笔，邀原《救亡日报》编辑委员柯灵（高季琳）主持副刊。二月间，请徐铸成为主笔，主持编辑部事宜，王文彬、许君远、费彝民、程玉西、邵伯南（红叶，唯一的地下党员）李秋生、吴农花、胡道璋、张寄汇、胡传枢、任嘉尧、沈凤芝等相率参加编辑部工作，虽然人马不如大报那样雄厚，但却是一支精悍的，同心同德的轻骑兵。爱国抗日的宣传，进步的内容，新颖活泼的编排，深深吸引了读者阅读《文汇报》的兴趣。是以创刊以来销路蒸蒸日上，半年间发行数额跃至六万份，成为“孤岛”最畅销的报纸，超过了老牌的《新闻报》。这也可以反映当时“孤岛”读者多么迫切需要了解抗日形势的强烈愿望。《文汇报》使窒息的“孤岛”市民们呼吸到新鲜空气，使读者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为了扩大影响，《文汇报》还发行了晚刊，出版了《文汇年刊》（实际负责人为柯灵），反映了当时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真情实况。“孤岛”上海，不但有来自闸北、南市的难民，而且东南地区，甚至山东、平、津等地不堪受奴化教育的青年学生也流亡到上海的“孤岛”。严宝礼鉴于他们备受生活折磨，乃在报上发起捐募寒衣代金，分发给各地难民，并由报社和社会协同设置清寒奖学金，通过考试评定，补助高中学生每学期五十元，初中学生三十元，使广大流亡、困难的有志青年不致失学。

正因为《文汇报》在读者中声誉卓著，国民党当局也想方设法控制《文汇报》，先后有国民党中宣部、孔祥熙、宋子文、CC分别派其代理人，向严接洽，许以巨款投资，企图收买作为己用。严宝礼一本初衷，一一予以拒谢，保持其爱国民间报纸的本色。当时租界出版的洋商报，为坚持抗战的统一战线，一致维护蒋介石抗战领袖的形象。就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文汇报》、《导报》、《每日译报》、《大英夜报》四家英商报纸，发表了蒋氏《告全国同胞书》，触怒了日本侵略者，对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施加压力，被罚停刊两星期。与此同时，敌伪又用重金收买《文汇报》挂名发行人英人克明，对《导报》及《每日译报》亦采取类似办法，迫使这三家英商报一起停刊；《大英夜报》虽然不久后继续出版，但报纸面目也有所变化了。

日本侵略者对《文汇报》的迫害并非到此为止。一九四五年春，日本宪兵队对上海文化界的一次大逮捕中，没有忘记向《文汇报》算老帐，《文汇报》创办人严宝礼，以及柯灵、费彝民、储玉坤、袁鸿庆等均遭逮捕，囚禁在日本宪兵队，备受严刑拷打，始终不屈，旋经营救出狱。从《文汇报》被迫停刊到抗战胜利前夕的六年多时间中，严以经商为掩护，并挂名为国民党中宣部东南办事处专员，经常往返上海和屯溪之间，与内地互通生气，同时时刻以抗战胜利后复刊《文汇报》作些准备。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赢得最后胜利。蒋介石曾颁发“胜利勋章”给抗战有功人员，其中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将领，《文汇报》的严宝礼和柯灵两人也获得这一勋章。可是《文汇报》的复刊并没有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特殊照顾，房屋、机器设备全告阙如，资金亦短绌，且与《中央日报》、《前线日报》侷居一所房屋内，寄人篱下，困难重重，加以编辑部主持者不得力，内容平平，顿时失去“孤岛”时期的光芒。直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得《中央日报》上海分社社长冯有真的协助，始迁入圆明园路149号（现址）三楼的三间房间及楼下一间，社址才有了着落（其后，随着报社业务扩充，陆续租得仓库房屋作为机器房和排字房之用，并租得三楼其他房间，那是后来的事）。

一九四五年底，严宝礼和柯灵两人亲自和宦乡相晤，邀请这位原《前线日报》总编辑出任《文汇报》总主笔，以取代时任总主笔的储玉坤。宦乡抗战时期主持三战区的《前线日报》，分析问题精辟，无论对战局发展和国际问题的变化每多独到处，立论谨严，深受读者欢迎，抗战胜利后也曾获得胜利勋章；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受国民党当局排挤，不得不脱离了《前线日报》。既然严、柯前来相邀，宦乡慨然应允参加《文汇报》。

一九四六年一月，宦乡任《文汇报》总主笔，陈虞荪、柯灵任副总主笔，又有中共上海文委派孟可权（秋江）担任采访部主任、马季良（唐纳）为总编辑，而进步工作者秦柳方、寿进文、钦本立、刘火子、王思曙、石啸冲、夏其言、麦少楣等相率来参加编辑部工作，阵容为之一新，报纸内容有声有色。这是《文汇报》的一个关键时刻，使《文汇报》开始走上民主进步道路的转折点。严宝礼之决策取得了中共上海文委的全力支持，乃是《文汇报》开创新生命的源泉。同年三月，徐铸成脱离了上海《大公报》，回到《文汇报》，经磋商后，由徐担任总主笔，宦乡改为第一副总主笔，徐负编辑部全责，宦乡主持言论，陈虞荪协助，柯灵主持副刊及周刊。其时，又得唐海、王坪、李肇基、唐弢、叶以群、陈霞飞等参加工作，声势益振。

三月廿九日，改版革新，针对当时形势，鲜明地举起了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旗帜，由宦乡和柯灵奔走，商请郭沫若、杜守素（国[image: image1.png]


）、侯外庐、李平心、吴晗、丁瓒、傅彬然等著名学者专家参加主编各种周刊；并举办“星期座谈”，就有关重大问题邀集专家交换意见，将纪录刊诸报端。柯灵主编的《读者的话》，为受压迫、受迫害的人仗义执言，也引起读者的重视。《文汇报》在新闻报道和言论方面，向读者提供真实情况，反映了当时第三次国内战争的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当局一手策划和挑动反人民内战的企图，报道了广大人民胜利以来所遭受的痛苦，当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最重要的人民喉舌。人民欢迎这张报纸，统治者则仇视之。但尚有假民主的幌子，一时撕不下来，于是施加经济压力，只向《文汇报》提供极少的官价外汇配额。而严宝礼宁以黑市外汇的高价订购进口纸张和油墨艰苦支撑，而不愿屈从于这种压力。威胁之外，更有利诱，在和谈破裂、国民党单独召开“国大”和公开发动内战之际，国民党有关方面曾三度派人向严宝礼接洽，企图以巨款收买《文汇报》，均遭严宝礼一一拒绝。严宝礼、徐铸成和宦乡等负责人都采取同一立场的。到了一九四七年五月，《文汇报》连续以大量篇幅如实地报道了上海和各地爱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轰轰烈烈运动的真相，触怒了国民党最高当局。图穷而匕首见，五月二十五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悍然下令将《文汇报》、《联合晚报》、上海《新民报》三家报纸同时停刊。《文汇报》还遭查封搜查，女记者麦少楣则被特务非法逮捕；《联合晚报》记者姚芳藻、杨学纯、黄冰，《新民报》记者张忱也遭到同样的迫害。有人说道，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一九四七年五月那段时期的《文汇报》是同仁报。严宝礼生前同意这一说法，又补充了他本人的认识：“《文汇报》当时之所以受读者的欢迎，决不是一二个人的力量，而是由一批为寻找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振兴中华的崇高目标的志同道合的新闻工作者群策群力努力奋斗而办好这份报纸的，他们有共同的信念，并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不渝地朝这一目标前进。我个人不过起小小的螺丝钉的作用罢了。”由于严宝礼拒绝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复刊条件，《文汇报》一时无法在上海出版。严曾一度与叶元合作，用《国民午报》名义发刊，亦受到摧残而胎死腹中。

一九四八年春，徐铸成先去香港筹划。严宝礼在上海向素来在经济上支持《文汇报》的任传榜、虞顺懋（南洋公学同学，虞洽卿之子）请惠予投资，又亲自到香港办理出版登记等事宜，复将编辑、工厂部职工及排字设备陆续送往香港。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香港《文汇报》终于创刊，与当时在香港出版的《华商报》并肩作战。严宝礼和徐铸成复取得中共方面的潘汉年、茅盾、夏衍和民主人士李济深、郭沫若、柳亚子、龙云等的赞助和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持，使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能了解祖国正在发生的大动荡、大变化。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留港的《文汇报》人员，也于六月二日回到上海。不久，《文汇报》再度复刊，成为一张人民的报纸。严宝礼任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总经理，愿意在党的教育下接受改造。五十年代初，《文汇报》明确读者对象，深受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人士的欢迎。一九五六年，《文汇报》一度停刊。大部职工赴北京创办《教师报》。同年十月，在“双百”方针指引下，《文汇报》第三次在上海复刊，严宝礼担任副社长兼总经理。解放以来，严宝礼勤于学习，勇于改造，接受人民政府的安排，曾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候补委员及上海市委委员，又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以期更好地努力为人民服务，惜因积劳成疾，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上海病逝，终年六十一岁。严宝礼生前，与同乡柳亚子、陈去病、金松岑、王绍鏊（却尘）、范烟桥、凌景琏、钱祖翼、金式如、毛啸岑等友善，均称莫逆。范烟桥曾一度出任《文汇报》秘书之职，襄赞左右。

严宗礼先生逝死已二十六年了。今天，《文汇报》在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道路上益发为国内外读者所欢迎，发行数达一百六十万以上。饮水思源，我们不得不缅怀劳苦功高的严宝礼先生——《文汇报》的创办人。

（一九八六年脱稿）

调寄《浣溪纱》

——湖滨大雾即景

一片迷离景色新，

几番摸索认湖滨，

滩前咫尺水粼粼。

举目难望堤外物，

摩肩才见路中人，

恍如画里十分真。

